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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袭警罪从妨碍公务罪的从重情节分离成独立罪名以来，涉嫌袭警罪的案件数量增加明显，有不当扩张

适用的趋势。结合司法实践中部分不当扩张适用的典型案例，通过法益分析的方法，对袭警罪的构成要

件进行多个维度的解释。袭警罪中的暴力是指物理上的强制力，并且需要达到一定程度；袭击需要具备

突然性的行为特征、袭击的行为对象是警察的人身而非物品，并袭击需要造成妨碍公务执行的行为结果；

正在执行职务，要采用职务认定标准，并且不能出现重大且明显的违法；人民警察应局限于国家公务员，

而不包括警务辅助人员；袭警罪加重犯的不完全列举应按照同类解释的规则限缩，并应采用具体危险犯

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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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crime of attacking police was separated from the aggravating circumstance of the crime 
of disrupting public service into an independent crime, the number of suspected cases of attacking 
on police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there is a trend of improper expansion of application. 
Combined with some typical cases of improper expansion and application in judicial practice,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s of crime of attacking the police in multiple dimen-
sions through the method of legal interest analysis. Violence in the crime of attacking police ref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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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hysical force, and it needs to reach a certain degree; the attack needs to have the characteris-
tics of sudden behavior, the object of the attack is the person of the police rather than the object, 
and the attack needs to cause the result of obstructing the execution of official duties; the job 
identification criteria should be adopted when the job is being performed, and there should be no 
major and obvious violations of the law; the people’s police should be limited to state civil ser-
vants and not include police auxiliaries; the incomplete listing of aggravated offences of assaulting 
police officers should be limited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similar interpretation and the criteria of 
specific dangerous offences should be appl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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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暴力袭警行为从妨害公务罪的从重情节分离出以来，全国

各地频繁发生涉嫌袭警罪的案件——新法实施仅一个月内就有 101 人因此被起诉，成为新增罪名起诉人

数之首[1]。对袭警罪所保护的法益认识不足，同时缺乏对构成要件的统一理解，这两者在实践中共同导

致司法从业人员过度扩大袭警罪的适用。在此情形下，袭警罪有可能成为我国新的“口袋罪”。基于这

种背景，本论文旨在探讨如何限制和适当应用袭警罪，以确保其定罪标准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和少捕

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本文通过对相关法律文本、判例以及学术观点进行深入研究，对袭警罪的构

成要件进行分析与解释，力图通过多种解释方法明确司法实践中对袭警罪的认定标准与可罚性范围，并

遏制其不当扩大适用趋势。 

2. 暴力的认定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暴力意为：“强制的力量；武力”，《新华字典》对此的解释大同小异，

而《辞海》将暴力解释为“侵犯他人人身、财产等权利的强暴行为”。根据文义解释，暴力应理解为“硬

暴力”，即物理上的强制力，不包括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的心理强制，如滋扰、纠缠、哄闹、

聚众造势等“软暴力”。 
根据体系解释，《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

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将暴力与威胁这种心理强制并列，也说明了

暴力是指物理上的强制力，并不包括心理强制。 
尽管在《刑法》中，“暴力”一词出现了 46 次，且并非每处的“暴力”概念都相同，例如在暴力干

涉婚姻自由罪与抢劫罪中，“暴力”的含义存在明显区别。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不能通过体系解释方法

对构成要件要素的含义进行解释。 
袭警罪和妨害公务罪均规定于《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的第二

百七十七条中。如果对于同一法条中规定的构成要件要素的含义存在不同理解，将导致法律失去明确性

和稳定性，为司法机关恣意司法开启方便之门。“一个词在特定的法条中，它的含义就应当是确定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没有用语的相对性可言。”[2]前文提到的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规定在《刑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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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而抢劫罪则规定在《刑法》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因此，暴力

干涉婚姻自由罪与抢劫罪中“暴力”的含义存在差异，不能否认通过体系解释对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中

的暴力”作相同的理解。 
从法条变迁的角度来看，袭警罪是从妨害公务罪中分离出来的一项罪名，原属于妨害公务罪的从重

情节，虽然单独成罪，但是在构成要件方面的描述并没有变化，即罪状没有发生变化，在形式上与妨害

公务罪应为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在实质上看，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的构成要件也具有一般与特殊的从属

关系——暴力袭击属于暴力、威胁方法，人民警察也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虽然行为对象的表述有所不同，

并没有表述出妨害公务罪“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内容，而是把落脚点放置在“正在依法

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上面。但是“自《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袭警罪以来，刑法理论上对于袭警罪的

保护法益便存在不同的观点，主要是‘人民警察的公务’这一单法益说与‘人民警察的公务与人民警察

的人身安全’这一复合法益说”[3]，而这两种观点都承认必须妨害了人民警察执行公务才构成袭警罪。

因此从法益角度来看，“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包含了对公务的妨害，从而与“阻碍

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也具有特殊与一般的从属关系。 
从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来看，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都存在特殊法条与一般法条之间的竞合关系。因

此，在解释袭警罪中“暴力”这一概念时，应采用与妨害公务罪相同的物理强制力理解。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

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关于“软暴力”的意见》)拟制了软暴力的概念，但是《关于“软暴力”的意见》

开宗明义，开篇即表明制定该司法解释的目的是“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

策部署”，而袭警罪与涉黑犯罪并不存在必然的法条竞合关系。同时，《关于“软暴力”的意见》明确

规定：“采用‘软暴力’手段，使他人产生心理恐惧或者形成心理强制，分别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

六条规定的‘威胁’、《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恐吓’，同时符合其他犯罪构成

要件的，应当分别以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该规定揭示了以下两点：第一，进一步界定

了该司法解释适用范围仅限于涉黑犯罪；非涉黑犯罪中使用“软暴力”手段形成心理强制者应根据其他

非涉黑犯罪名义进行定罪处罚。第二，该司法解释将“软暴力”的概念等同于《刑法》中的“威胁”和

“恐吓”，从而统一了法律与司法解释对于暴力行为的定义。因此，将《刑法》中的暴力解释为“硬暴

力”更具有体系性与合理性。 
此外，暴力需要达到一定程度。虽然不要求像抢劫罪中那样压制被害人反抗，但至少要达到造成身

体损害或可能造成身体损害的程度，像吐口水、推搡、拉扯等行为未造成后果或抓挠等行为仅造成轻微

后果(例如：表皮发红或轻微破损出血)，由于危害程度较低，就不应认定为袭警罪中的暴力。 

3. 袭击的认定 

作为一种能动行为，本文将从行为特征、行为对象和行为结果三个方面来探讨袭击的认定问题。 
《现代汉语词典》将袭击解释为：“军事上指出其不意地打击；泛指突然打击”，《辞海》将袭击

解释为：“出敌不意或乘敌不备突然实施的攻击”，《新华字典》中“袭”字的第一个含义就是袭击，

指“趁敌人不备给予攻击”。综合以上解释可知，除了军事层面的含义外，袭击行为特征主要表现为突

然性。就袭警罪而言，对正在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进行袭击应该表现为出其不意、趁其不备的突然袭击。

相反，那些可以按照行为发生时的具体情境，根据事情发展的一般规律可以预见到的暴力行为只能算作

攻击而非袭击，并不能依据袭警罪定罪处罚。从实质解释的角度看，“强调暴力的突袭性有利于限制袭

警罪的成立范围，体现的是实质出罪的理论思维”[4]。 
然而，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往往将“袭击”一词作扩大解释，将可以预见到的攻击认定为袭击，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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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少辉袭警案 1 中，程少辉情绪一直处于激动状态，且在之前就已经存在手拿扫把要打人的行为，因

此在此状态下被强制带离并对警察实施的攻击行为是可以预见的，因此不应按照袭警罪定罪处罚。 
人民警察作为国家的执法人员，代表公权力，在与相对人的力量对比中天生处于强势地位，并且经过

训练的有组织的警察在物理意义上也比相对人具有更强的力量优势，面对地位与力量两个方面的悬殊巨大

的执法现实，相对人产生抵触、紧张甚至恐惧心理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在执法过程中人民警察应当对相对

人保持耐心与克制，在面对情绪激动但人身危险性不大的相对人时，应当首先采取教育、劝告等柔性措置

督促相对人自觉改正，将矛盾化解于无形，而不是采取“一刀切”式的简单执法模式，激化警民矛盾，使

矛盾不断冲突升级。实践中，在很多被判处袭警罪且受到刑罚处罚的案件，只起源于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然而由于警察不当介入与简单执法导致了矛盾升级到袭警的程度。例如于天水、于伟袭警案 2的起因就是

于氏父子去公墓扫墓，违规携带祭祀用品被工作人员拦截。敬天法祖、祭奠先人是人之常情，也是中华民

族千年以来的传统，当事人扫墓被拦截，情绪激动情有可原。面对情绪激动的当事人民警杜某没有选择教

育、劝告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是直接从后面搂住其脖，致使其被当事人过肩摔，矛盾冲突升级，这种情况

是完全不应该发生的，也不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此，袭警罪应当只规制那些出其不意、趁其不

备的突然袭击，而由于行为人情绪激动而做出的可以预见的攻击并不属于此列。 
当然，对于那些暴力程度深、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但行为人的攻击行为并不具有袭击的突然性的

话，《刑法》也不是毫无办法，可以根据其行为是否阻碍警察公务的执行，考虑通过妨害公务罪进行规

制，如果还造成了民警轻伤以上的损害结果，则采用想象竞合的规则与故意伤害罪择一重罪定罪处罚。

但是，在行为人的行为并不符合刑法罪名的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则要严格恪守罪刑法定原则，运用行政

法等其他的部门法予以规制，切忌主观随意与强行解释。 
在行为对象上，袭击行为的作用对象应该限定为警察的人身而非物品，在袭警罪的罪状中可见一斑。

《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五款规定：“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等手段，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处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在语言学中，谓语(Predicate)是对主语动作状态或特征的陈述或说明，指

出“做什么(what to do)”，“是什么(what is this)”3，宾语(object)，也称受词，是指一个动作(动词)的接

受者 4，而在法条中袭击是谓语，人民警察是宾语，根据三段论推理自然可以得出人民警察是袭击这一动

作的承受者。 
除了《刑法》法条的直接规定之外，2020 年 1 月 10 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依法惩治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也支持这一观点。虽然《指

导意见》出台在前，袭警罪单独成罪在后，但由于袭警罪的罪状并没有发生变化，所以该司法解释依然

具有指导意义，北大法宝网站在《指导意见》的时效性方面也依然标注为现行有效。 
《指导意见》第一条规定：“对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民警实施下列行为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七十七

条第五款规定的‘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应当以妨害公务罪定罪从重处罚：‘1. 实
施撕咬、踢打、抱摔、投掷等，对民警人身进行攻击的；2. 实施打砸、毁坏、抢夺民警正在使用的警用

车辆、警械等警用装备，对民警人身进行攻击的’。”需要注意的是，《指导意见》中“应当以妨害公

务罪定罪从重处罚”其实就是《刑法修正案(十一)》之后的袭警罪，从指导意见中可以明确看出构成该罪

具有“对民警人身进行攻击”的要求。 

 

 

1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辽 03 刑终 208 号。 
2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辽 06 刑终 209 号。 
3https://baike.so.com/doc/5416040-5654185.html. 
4https://baike.so.com/doc/708098-7495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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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并不是突然性对人民警察人身的攻击就可以算作袭警罪的袭击，袭警罪中的袭击还必须造成

妨害人民警察执行公务的结果。 
正如前文所述，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存在特殊与一般的法条竞合关系。袭警罪具备特别法规定的特

殊性，并需符合构成妨害公务罪的所有要件，而妨害公务罪则需要干扰公务执行。因此，袭警罪中的袭

击也必须满足对公务执行造成妨害的程度。从保护法益角度来看，无论是单一法益观点还是复合法益观

点都认同袭警罪保护了“人民警察的公务”这一法益。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在构成袭警罪时，必

须考虑到袭击对人民警察履行职责产生实际影响的程度，不能将单纯对人民警察人身但将未能影响人民

警察履职的袭击认定为袭警罪的构成要件。 
在实践中看，有些被判处袭警罪的当事人即使实施了暴力袭警行为，但警察职务的履行并没有受到

实际影响，这种情况就不能按照袭警罪定罪处罚，因此将袭警犯罪作为结果犯更为妥当。例如在刘玉乙

袭警案 5 中，根据判决书所述，2022 年 4 月 29 日 15 时许，因拒绝传唤而实施袭警行为的刘玉乙，于同

一时间段内被办案民警成功传唤至派出所。从结果上看，并未对警察职务执行产生实际影响，故不应按

照袭警罪定罪处罚。 
此外，正如前文所述，单纯妨害警察履行职责但并没有对人民警察进行人身攻击，或者仅仅对物进

行攻击的袭击行为也不能作为袭警罪的构成要件。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袭警罪的复合法益说更具有合

理性。 

4. 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以下简称《警察法》)第十九条指出：“人民警察在非工作时间，遇

有其职责范围内的紧急情况，应当履行职责。”《指导意见》第五条也做出了对应性的规定：“民警在

非工作时间，依照《警察法》等法律履行职责的，应当视为执行职务。”结合这两项规定，警察在非工

作期间履行职务也可以认定为“正在”履行职务貌似是没有疑问的。 
但是，《指导意见》所用词语为“视为”，也就是《指导意见》认为在非工作期间的履职行为并不

是“正在”履行职务，只是出于某种司法目标的需要将其拟制为如此。这种以工作时间为标准区分什么

是“正在”履行职务是否合理呢？笔者认为，采取职务认定标准比采用工作时间认定标准更加简单、明

确，更契合袭警罪对保护“人民警察公务”这一法益的要求。 
如果按照工作时间认定标准进行判断，那么行为人对在工作时间的内没有履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暴力

袭击构不构成袭警罪呢？按照袭警罪的构成要件判断应当十分明确的作出否定的回答，因此工作时间认定

标准还必须作出在工作时间内履行职务的限定。在工作时间要履行职务，在非工作时间要视为履行职务，

两者结合不难发现工作时间与“正在”履行职务的判断根本无关，判断的核心在于是否依法履行职务。一

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在工作时间内，因身体突发疾病而临时回家休息的警察在回家途中被暴力袭击，虽

然在理论上看警察仍处于工作时间，但是因为其没有执行职务，因此袭击者当然不构成袭警罪。 
除此之外，根据《警察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人民警察在非工作时间，因遇有其职责范围内的紧急

情况，而履行职责是法定义务，因此在非工作时间的履职行为本身就是在执行职务，并不需要通过“视

为”的方式拟制。 
关于警察依法履行的职务，《警察法》第六条采用列举加兜底的方式作出了具体规定，其中第一款

第十四项为兜底性规定，其规定的人民警察的职权为：“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警察履行职务属于行使公权力，公权力的行使要符合法律保留的要求，法无授权不可为，因此只有

在人民警察在依照《警察法》和其他法律、法规行使职务时才能被视为依法履行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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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益角度看，袭警罪所保护的法益属于社会管理秩序，而违法执行职务本身即对社会管理秩序的

破坏，因此违法履行职务的行为并不具备刑法保护的必要性。如果将警察违法履职纳入刑法保护范畴，

同时将当事人对违法履职进行反抗视为犯罪，则会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刑法保护违法行为。因此，在

形式上符合袭警罪履行职务的构成要件，但实际上警察履行职务存在重大且明显的违法时，应当根据实

质解释不将其解释为履行职务。 
但是，并非所有的违法履行职务都不应认定为履行职务，“根据行政法学的通说，违法的行政行为

可以分为一般违法和重大且明显的违法”[5]，而一般违法应认定为履行职务，只有重大且明显的违法才

不应认定为履行职务。因为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按照我国的有限公定力通说，行政行为一经作出，除

非有重大的、明显的违法情形，即具有被推定为合法有效。如果将这种一般违法的履行职务行为排除在

履行职务行为这一概念之外，则会造成人人都能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挑战、质疑公权力的不良情形，严

重动摇人民警察执法的权威，不利于社会整体秩序的维护。因此，只有当出现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

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时，才应该将其从依法履行职务的范围中剔除出去。 

5. 人民警察的认定 

关于袭警罪中人民警察身份的认定，在实践中的主要争议为警务辅助人员(以下简称“辅警”)是不是

袭警罪中所规定的人民警察。 
《警察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人民警察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

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对此条进行缩句，会得出人民警察包括在若干地

点工作的人民警察和司法警察的结果。因此，单对此条进行分析，仅能得出按工作地点区分的人民警察

的外延，并不能得出人民警察的确切定义，也不能由此判断辅警是抑或不是人民警察的命题。 
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对人民警察的认定有时会做扩大解释，将和人民警察一起执行职务的辅警也认

定为人民警察。例如在李道劲袭警案 6 的刑事二审刑事判决书中，面对辩护人辅警不是人民警察的辩护

意见，检察院提出“辅警与民警一起执行公务时应均视为人民警察，因李道劲袭击的是人民警察这一特

殊群体，故李道劲的行为构成袭警罪”。 
在理论界，也有以单一法益说为指导将辅警解释为人民警察的“职务说”[6]，其主张由于辅警依法

配合警察执法的行为也是在履行公务，而袭警罪保护的法益是“警察执法这一特殊公务”，因此应该“获

得平等的保护”，以“符合国民的朴素法感情”。这种观点与前文检察院的观点并没有本质区别。 
对此笔者持相反观点，认为不能将辅警解释为人民警察，理由如下： 
第一，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规范警

务辅助人员意见》)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警务辅助人员，是指依法招聘并由公安机关管理使用，履

行本办法所规定职责和劳动合同约定的不具有人民警察身份的人员。”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看，此法条明

确了辅警不具有人民警察的身份，如果按照职务说的观点将其解释为人民警察，则超出了人民警察这一

词语的最大外延，有类推解释之嫌。 
第二，正如前文所述，袭警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包括人民警察的公务和人身在内的复合法益。如果按

照单一法益说的观点，那么只要对人民警察执行公务造成妨害，就有触犯袭警罪的可能，那么对警车、

警具、甚至警犬的暴力都有可能触犯该罪，亦或者根本不需要暴力袭击，在人民警察执行职务时通过撒

泼打滚的方式妨害警察公务执行的行为也有可能触犯该罪，那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又有何区别？法条又

何必附加这些与妨害公务无关的构成要件，并将人民警察作为袭击的对象？要知道袭警罪的处罚措施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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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言是比妨害公务罪严重的，而人民警察的公务并不比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公务更高一筹，将袭

警罪独立成罪的原因就是为了加强对人民警察人身的保护。而且，《指导意见》开篇即阐明制定此意见

的目的是“维护民警执法权威，保障民警人身安全”。因此，结合以上两点，单一法益说站不住脚。还

有学者从“立法者为袭警罪中‘人民警察’设定的‘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限制条件”中得出袭警罪“重

点保护的不是警察的身份，而是其合法的职务”这一结论[7]，对此笔者认为袭警罪的罪状是典型的偏正

结构，修饰语是“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中心语是“人民警察”。在偏正结构中，修饰语旨在限制中

心语，而并非通过修饰语的表达来扩大原有法律规定下中心语的含义。因此，从限制条件出发反推中心

语、扩张其含义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第三，就算退一步说，袭警罪保护的是人民警察履行公务这一特殊法益，也并不是所有侵害这一法

益的行为够构成该罪，实质解释必须在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下进行。如果以法益为理由恣意对构成要件

要素进行无限制的扩大解释(其本质就是类推解释)，则是以法益这一单一的构成要件取代了犯罪构成的其

他要件，会造成法益构成要件的扩张与其他构成要件的虚置，不仅会使法律丧失明确性，更不利于限制

公权力与保障人权。回到袭警罪中，按照职务说的观点，依法配合警察执法的辅警属于可以解释为人民

警察，那么其他配合警察执法的人员，例如其他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志愿者或者线人、卧底，甚至是

因为闯红灯被迫从事交通秩序维护的“协管员”7，是不是也可以解释为人民警察？由此可见，职务说的

观点会使人民警察这一概念将丧失明确性，成为一个可以任意扩张的“口袋”。 
第四，不将辅警解释为人民警察并不违反平等原则，也不违背国民朴素的法感情。平等原则并不是

要求结果上的绝对平等，而是允许合理的区别对待。人民警察与辅警相比，不仅在录用要求、培训选拔

等方面有着更高要求，而且在与辅警共同执法的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需要特殊保护。并且依据国

民朴素的法感情来看，辅警与人民警察并不等同，官方为了方便辨认，也在衣着服饰上进行了区分，因

此不将辅警解释为人民警察才更符合普通民众的一般认知。 
第五，不将辅警解释为人民警察也不会造成对辅警保护的不周。如果行为人袭击辅警造成轻伤以上

的结果，可以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如果对公务的执行造成阻碍，且符合妨害公务罪的其他构成要件，

则可以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 

6. 袭警罪加重犯的认定 

《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了袭警罪的加重犯：“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

等手段，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在我国，枪支、管制刀具和机动车

都具有统一的认定标准，没有进行法律解释的空间，但是法条中“等手段”确有法律解释的必要，按照

同类解释的规则，“等手段”应该是与“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危险程度相当

的手段。例如《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

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如果要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其他危险方法”就应当与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

险物质罪的危险方法相当。 
此外，要注意法条“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限定，换言之，袭警罪加重犯是典型的具体危险犯，

行为人的行为必须具有足以造成“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危险才有可能构成袭警罪的加重犯。需要注

意的是，“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等手段”看似具有造成严重后果的高度盖然性，

但是并不具有“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必然性，关于“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判断还要结合案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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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具体情况。例如，行为人用没有子弹的枪作为钝器使用、用没用出鞘的管制刀具作为钝器使用，一

般就不易认定为袭警罪的加重犯，仅以袭警罪的基本犯定罪处罚即可。 

7. 结语 

袭警罪的限缩适用是维护司法公正和合理性、规范公权力或保障人权的重要问题。通过法律解释明

确袭警罪的要素和定罪标准可以有效限制袭警罪的扩大适用，确保袭警罪的定罪标准符合法律精神和司

法公正原则。在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中，还需考虑更多因素，以平衡保护执法人员的安全和维护公民权

益的需求，实现社会稳定与司法公正的有机统一，防止其成为新时代的口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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